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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医疗决策的复杂性和风险性日益增加, 尤其是对于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

在医疗决策中, 概率忽视现象普遍存在, 即个体在医疗决策时对副作用的严重程度给予了过高关注, 而忽略

了副作用发生的概率信息, 从而做出非理性决策。本研究通过聚焦医疗决策中的概率忽视, 分析其背后的情绪

机制, 利用眼动技术、Mouselab 程序、多模态生理指标、情绪调节策略和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等方法, 检

验概率忽视现象背后的认知过程, 并探究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在医疗决策中如何受到情绪反应的影响。此外, 

本研究还将探索基于大数据分析和自我知觉理论的助推策略, 通过引导患者改善情绪调节过程, 从而减少概

率忽视现象, 帮助他们在医疗决策中做出更加理性和考虑全面的选择。我们期望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 填补情

绪与概率忽视现象之间关系的研究空白, 并为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提供有效的助推干预方案, 以优化医疗决

策过程并提高决策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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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医疗健康问题是重要的民生问题, 关系到国

家和社会的发展。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

央自党的十八大以来, 已将“保障人民健康”放在

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国务院陆续印发的《“健康

中国 2030”规划纲要》、《“十三五”卫生和健康规

划》、《“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等重要文件, 

彰显了国家对医疗健康事业的重视, 旨在增进民

生福祉, 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此同时, 随着国

民经济的发展, 我国居民对医疗健康问题的重视

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医疗保健意识日益增强。国

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 2024》显示, 我

国居民的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持续增长。 

医疗风险决策是每个年龄段群体都无法避免

的经历。在做出医疗决策时, 我们选择某种药物、

保健品或治疗方案的同时, 也意味着放弃了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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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并需承担相应的风险或代价。因此, 做出合

适的决策对于个体健康保障和疾病治疗至关重

要。然而, 大量研究表明, 人们在医疗决策过程中

往往存在明显的偏差 (Carpenter & Niedenthal, 

2017; Kalichman & Coley, 1995; McNeil et al., 

1982; Meyerowitz & Chaiken, 1987; O’Connor et al., 

2005; Rothman et al., 1999, 2006; Ubel et al., 

2005)。这些偏差可能导致个体做出不理智的决策, 

进而带来严重后果。现实中, 因不恰当的医疗决

策而导致延误病情、浪费金钱, 甚至付出生命代

价的案例不胜枚举。 

与此同时, 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剧也给医疗

保健事业带来更大的压力。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

2024 年末, 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首次突破 3 亿大

关, 达到 31031 万人, 其中 75%的人至少患有一

种慢性病, 43%的人有多病共存; 不仅如此, 我国

人均预期寿命也在不断攀升, 2024 年人均预期寿

命已达 79 岁(国家统计局, https://www.stats.gov.cn/;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https://www.nhc.gov.cn/)。随

着年龄的不断增长, 身心健康每况愈下, 老年人

通常比年轻人更加频繁地面对疾病, 需要做出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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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决策 , 且决策的复杂程度和风险程度往往较

高。遗憾的是, 尽管相对于年轻人, 医疗决策对老

年人而言更为熟悉且更加重要(Moye & Marson, 

2007), 但他们胜任医疗决策的能力却不容乐观。

现实中诸如“退休老人痴迷购买保健品, 20 年花费

上百万”的新闻层出不穷。相比于正规的医学治疗, 

老年人有时似乎更青睐高价但效果有限的保健

品。国家统计局艾媒数据中心(https://data.iimedia. 

cn/)显示, 2017 至 2024 年, 中国保健品市场规模

保持稳步增长, 2025 年市场规模有望达 3775 亿

元。此外, 老年人把保健品当药吃, 延误病情不幸

去世的新闻也屡见不鲜。这些事件和数据反映出

医疗决策的复杂性和风险性, 也体现出医疗决策

对人民的生命健康产生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人

口老龄化的背景下, 伴随着慢性病患者的持续增

加, 医疗决策不仅直接关系到老年人和慢性病患

者群体的生存状况, 还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影响。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本

研究构想致力于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从减少老

年人及慢性病患者群体的医疗决策偏差这一现实

需求出发 , 聚焦于医疗决策中的概率忽视现象

(probability neglect)。 

2  研究现状 

2.1  概率权重偏差与概率忽视 

经典的风险决策理论基于“无限理性”假设 , 

并遵循期望值最大化 (expectation-maximization)

的核心框架。该理论认为, 在决策过程中, 人们会

整合结果函数及其概率函数, 加权计算以获得期

望值或效用值, 并选择期望值或效用值最大的选

项(期望价值理论, expected value, EV; Bernoulli, 

1954; 期望效用理论 , expected utility, EU; Von 

Neumann & Morgenstern, 1945)。这一过程遵循补

偿性(compensatory)规则, 即在决策时权衡选项各

属性的优劣, 若某一属性存在劣势, 则可用另一

属性的优势加以补偿, 从而综合评估各选项的整

体价值(Anderson, 2003)。然而, 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 Kahneman & Tversky, 1979)指出, 人类在

概率信息的表征和理解上存在局限, 个体往往无

法在复杂环境中获得正确的概率信息(Foster et al., 

2018), 通常会对事件发生的概率赋予主观权重 , 

导致概率权重偏差(probability weighting bias)。累

积 前 景 理 论 (Cumulative prospect theory, CPT; 

Tversky & Kahneman, 1992)和双参数理论(Double 

parameters theory; Gonzalez & Wu, 1999)在前景理

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人们对客观概率进行的

非线性主观加权, 通过分析人们在不同概率下的

选择, 推演出了概率权重偏差的两个特征(孙庆洲 

等, 2019): 一是概率权重的辨别力偏差, 即人们

主观感知到的事件发生概率的变化不同于客观概

率的变化, 并表现为“倒 S”形的概率权重函数, 其

中小概率被高估而大概率被低估; 二是概率信息

的吸引力偏差, 即个体对事件发生的期待与事件

发生的客观概率不一致, 常反映了个体差异。 

然而, 众多研究表明, 期望值最大化并不能

捕捉个体真实的风险决策行为, 人们在认知加工

过程中常采用简单启发式策略进行决策(Brandstätter 

et al., 2006; 刘洪志 等, 2022), 遵循“有限理性”

假设并采用简化的非补偿性(non-compensatory)规

则, 无需整合选项所有维度的信息, 仅基于选项

中的某一关键属性做出判断(Anderson, 2003)。相

关的启发式理论假设, 个体会首先识别选项维度, 

并在多个维度间进行比较, 最后基于关键的单一

维 度 的 差 异 进 行 决 策 。 例 如 , 齐 当 别 模 型

(Equate-to-differentiate model; 李纾 , 2005)认为 , 

个体会关注维度内效用差异最大的维度, 并选择

在 此 维 度 上 获 益 更 大 的 选 项 ; 而 极 大 极 大

(Maximax)策略和极小极大(Minimax)策略则分别

是选择在最好可能结果维度上获益更大的选项和

最差可能结果维度上损失最小的选项 (Savage, 

1951), 而概率忽视作为这两种策略的具体体现 , 

指的是个体在决策中仅通过比较“结果”维度进行

决策而忽视相应的 “概率 ”维度 (Pachur et al., 

2014)。在提出概率忽视现象伊始, 该现象即被视

为一种偏差, 不仅影响个体决策, 同时对政策和

法规的制定有重要的意义(Sunstein, 2002)。进一步

的研究表明, 概率忽视主要发生在涉及情感的决

策任务中, 人们在决策过程中对某个结果发生的

概率信息忽视, 导致个体的决策偏离期望效用值

(Araña & León, 2012; Kahneman et al., 2021; 

McGraw et al., 2011)。 

概率权重偏差与概率忽视的差异可以反映在

个体的信息加工模式上(汪祚军, 李纾, 2012)。决

策者在进行信息搜索时的方向有两种: 一是基于

维度转换(dimension-wise), 即个体在信息搜索时

是在同一维度内的不同选项间完成的; 二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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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转换(alternative-wise), 即信息搜索是在同一

个选项内部的不同维度间进行转换。基于期望值

最大化的补偿性规则假设, 个体需要通过加权计

算概率和结果来获得每个选项的期望价值或效用, 

因此在这一模式下, 决策者主要在选项内部进行

信息搜索; 而非补偿性规则假定, 个体会在不同

属性之间进行比较, 例如两个选项的最差结果、

最好结果及其相应概率, 这意味着个体更多在属

性内完成信息搜索。以往研究验证了这一差异 , 

发现与采用非补偿性规则相比, 个体采用补偿性

规则进行决策时, 更频繁地使用了基于选项的转

换(Brandstätter et al., 2006; Johnson et al., 2008)。 

2.2  医疗决策中的概率忽视 

2.2.1  医疗决策的界定 

与现有决策研究更多涉及到的经济决策不同, 

医疗决策作为与个体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的一类决

策, 往往涉及到保健产品、药物处方、治疗方案

或医院医生等选择(张力元 等, 2015)。根据决策

的主体不同, 医疗决策可以划分为患者自主决策

模式, 患者和医生共同决策模式以及家长式决策

模式(Davies & Parker, 2022; Kassirer et al., 2020)。

医疗决策尽管在过往多以医生为主导, 但是研究

表明, 患者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Morrison et al., 

2022; Ozdemir et al., 2023; Thomas et al., 2021), 

并且已经有国家(如, 荷兰)颁布了要求医患共同

做出医疗决策的法规(WGBO)。现实生活中, 当老

年人和慢性病患者面临病痛困扰的时候, 往往需

要患者自己或与家人一起在就诊前后做出和医疗

相关的一系列决定。 

此外, 医疗决策通常涉及风险评估和复杂的

权衡。医疗决策方案一般会涉及到多种属性特征, 

决策中的备选方案通常包含着相互冲突的属性 , 

需要患者在进行决策时权衡疗效与相应的风险问

题。研究者们普遍认为, 医疗风险有狭义和广义

之分。狭义的医疗风险从患者角度出发, 指“在医

疗服务的过程中, 发生因为医疗过失导致的病人

死亡、躯体组织、生理功能和心理健康受到损害

等不安全事件的风险”; 而广义的医疗风险则不

仅包括治疗对患者的潜在伤害, 还涵盖了可能给

医院及医疗卫生体系带来的经济损失和市场份额

的减少(李泉, 2006)。本研究构想参考了狭义医疗

风险的概念, 将医疗决策界定为, 在治疗带给个

体获益且有可能造成伤害的情况下, 个体在具有

不同伤害概率的治疗方案间做出选择的行为。 

2.2.2  医疗决策概率忽视 

过往研究发现, 人们在进行医疗决策和经济

决策时, 会在决策方式上表现出系统性差异, 个

体在经济决策中更多结合结果和概率信息, 基于

期望效用值进行决策, 采用最大化期望效用值的

策略(Von Neumann & Morgenstern, 1945), 而在医

疗决策中出现了明显的偏差 , 即偏离期望效用

值。Pachur 等人(2014)发现, 在经济决策中, 73%

的被试的选择符合基于期望效用值所做出的预测, 

而在医疗决策中, 76%的被试所做出的选择符合

极小极大策略, 即被试只对结果信息进行了加工

而忽略了概率信息。由于基于累积前景理论所做

出的预测对极端概率的差异具有极高的敏感性 , 

而基于极小极大策略所做出的预测对概率差异不

敏感, Suter 等人(2015)进一步在药物选择任务中, 

同时采用了包含中等概率的选项以及包含极小和

极大概率的选项(如, 0.003 或 0.98), 通过这种方

法可以对两种决策任务的决策策略进行更加细致

的对比。结果表明, 在经济决策任务中, 95%的被

试采用的策略符合累积前景理论, 而在医疗决策

任务中, 只有 29%的被试采用的策略符合累积前

景理论。这一结果进一步验证了个体在进行医疗

决策时存在偏差 , 且这一偏差是由概率忽视所

致。另一基于经验决策的研究表明, 被试进行医

疗决策时对决策结果的抽样频率远低于经济决策, 

即相比于经济决策, 医疗决策中被试更加关注结

果信息本身, 而忽视其出现的概率(Lejarraga et al., 

2015)。 

上述有关医疗决策概率忽视的研究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部分患者会偏好保健产品而

规避正规的治疗或药物。在接受正规治疗或服用

药物之前, 患者会通过医生告知或自行查阅说明

书了解可能出现的风险或副作用; 而保健产品通

常宣称几乎没有风险或副作用。因此, 相较于正

规治疗或药物, 选择保健产品往往显得更具吸引

力。可见, 医疗决策中的概率忽视偏差不仅可能

损害个体生命健康、降低生活质量, 还会导致人

们购买疗效欠佳的保健品作为治愈手段, 在加重

个人经济负担的同时, 还可能因延误治疗导致病

情恶化, 进而增加医保支出压力。并且, 患者由于

担心正规治疗中可能出现的小概率副作用, 甚至

可能对推荐正规治疗的医生产生抵触情绪, 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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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剧医患矛盾。 

2.2.3  医疗决策概率忽视的内在机制 

有研究者将医疗决策和经济决策之间的差异

命名为情感间距(affect gap; Pachur et al., 2014), 

提出情绪是导致医疗决策概率忽视的主要驱动力

(Figner et al., 2009; Luce et al., 1997, 1999)。在情

感丰富的决策中, 个体对概率信息的敏感性有所

降低(Hsee & Rottenstreich, 2004)。医疗决策通常

会引发强烈的情绪反应(Pachur et al., 2014; Suter 

et al., 2015), 已有研究发现, 在不提示任何概率

信息的情况下, “副作用”一词本身就足以激发强

烈的负面情绪反应(Izadi et al., 2017)。例如, 在决

定是否接种疫苗以预防疾病时, 尽管科学证据充

分证明了疫苗的有效性及其对公共健康的益处 , 

一些人仍因低概率的副作用而担忧害怕, 选择不

接种疫苗。这可能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全球新冠疫

苗接种意愿仅为 66.01% (Nehal et al., 2021)。 

根据“情绪即信息”假设(feelings as information; 

Clore et al., 1994; Schwarz, 2012), 情绪在信息处

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个体在决策时会将自己当

前的情绪状态作为一种信息来使用(Bodenhausen 

et al., 1994; Mackie & Worth, 1989; Schwarz et al., 

1991; Tiedens & Linton, 2001)。情绪作为评估风险

的重要线索, 直接影响个体的决策(De Vries et al., 

2010)。Johnson 和 Tversky (1983)的研究发现, 情

绪化的新闻报道使被试高估了各种死亡原因的风

险, 这表明富含情绪的信息可能会放大人们的感

知风险, 使人们在医疗决策时倾向于规避含有带

来更多负面情绪的结果的选项, 而忽略其发生的

概率。此外, Epstein (1994)提出了两种认知处理方

式: 启发式和直觉性的体验系统, 以及系统化和

审慎性的理性系统。在医疗情境中, 由于强烈的

情绪反应 , 个体更倾向于依赖体验系统(Epstein, 

1994), 并基于具体且生动的结果信息做出决策 , 

因为这些信息比抽象的概率信息更容易理解(Sun 

et al., 2019)。情绪还起到了聚焦的作用, 引导个体

关注特定类型的信息(Peters, 2006)。在不确定和风

险环境中, 结果信息作为显著的情绪线索, 更容

易吸引注意力(Slovic et al., 2005)。这类信息会被

选择性关注、优先处理, 并在记忆中保留更长时

间(Rivers et al., 2008)。由于对结果信息和概率信

息的敏感性与注意力分配的差异有关, 更多的注

意力集中在结果信息上会相应减少对概率信息的

注意和敏感性(Pachur et al., 2018)。 

然而, 以往研究并未直接检验情绪在概率忽

视中的作用。具体而言, 已有研究更多关注医疗和

经济情境下决策策略和认知过程的差异(Lejarraga 

et al., 2015; Pachur et al., 2014, 2018; Pachur & 

Galesic, 2012; Suter et al., 2015)。同时, 已有研究

尽管强调了医疗情境引发的情绪反应比经济情境

更为强烈(Pachur et al., 2014; Suter et al., 2015), 

但是并未深入探索情绪的作用, 缺乏实证证据证

明这些增强的情绪反应是如何导致概率忽视的。

并且, 已有的对概率忽视的研究均来自健康成年

人 , 尚未有基于慢性病患者和老年人群体的研

究。相比于健康成年人, 这两个群体更经常地面

对需要做出医疗相关决定的情景。根据社会情绪

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SST; 

Carstensen, 2006), 未来时间知觉的变化会导致目

标选择也相应变化, 当未来时间知觉减少时, 人

们会优先考虑情绪调节的目标 (Carstensen & 

Hershfield, 2021)。大量文献证实这一目标选择的

变化会促使个体根据情绪目标对信息进行加工

(Carstensen & Mikels, 2005; Mather & Carstensen, 

2005; Wei et al., 2013; Williams & Drolet, 2005), 

做出决策(Chen et al., 2023; Löckenhoff & Carstensen, 

2004)。一方面, 老年人因年龄增长而导致其未来

时间知觉的缩短, 患者会因为健康状况变差而降

低 对 剩 余 生 命 长 度 的 预 期 (Carstensen, 2006; 

Segerstrom et al., 2019); 另一方面, 概率忽视与

医疗决策结果引发的更高的负面情绪有关(Pachur 

et al., 2014; Suter et al., 2015), 根据情绪目标进行

决策的偏好也会进一步导致决策中更多地依赖情

绪加工。因此, 聚焦慢性病患者和老年人的医疗

决策过程并关注过程中出现的概率忽视现象是十

分必要且具有现实意义的。 

3  研究构想 

综上所述, 本研究构想旨在深入探讨医疗决

策中的概率忽视现象及其内在机制, 并开展实证

研究, 重点关注情绪反应与情绪调节在这一现象

中的作用。基于机制研究的成果, 我们将进一步

开展助推研究, 探究如何有效纠正概率忽视, 并

改善医疗决策, 以期帮助个体在面对医疗决策时

做出更优选择。尽管已有大量研究提出了改进风

险决策的方法, 但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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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 由于医疗决策与经济决策存在显著差异 ,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经济决策的规律应用于医疗决

策中(McGraw et al., 2010)。虽然一些研究已通过

改进个体对概率信息的理解来优化健康相关决策

(Garcia-Retamero & Cokely, 2013), 但调节情绪加

工来改善医疗决策的方法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因

此, 本研究构想将探索通过情绪调节降低概率忽

视的助推方案, 并针对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进行

实地干预。助推, 作为一种非强制性干预策略, 旨

在通过优化决策情境的设计(如改变选项呈现方

式或设置默认选项), 在不限制选择自由的前提下

引导个体做出更理性的决策, 从而提升个人与社

会福祉 (何贵兵  等 , 2018; Thaler & Sunstein, 

2008)。这一策略已经在行为决策领域受到了广泛

关注(樊亚凤 等, 2019; Gigerenzer, 2015)。研究医

疗决策中的概率忽视, 不仅能帮助患者做出理性

决策, 还能促进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更顺畅的沟

通, 减少医患矛盾。为了实现上述研究目标, 本研

究计划开展 4 组研究。 

3.1  研究 1——检验医疗决策中概率忽视现象的

普遍性及特点 

作为本研究构想的起点, 研究 1 旨在全面检

验医疗决策中概率忽视现象的普遍性与特点, 为

随后深入剖析其情绪机制并设计针对性的助推干

预策略提供坚实的基础。已有研究在检验医疗决

策中的概率忽视现象时, 尚存在若干不足。首先, 

现有研究主要以健康成年人为被试, 较少涉及慢

性病患者和老年人群体。然而, 慢性病患者和老

年人常面临更复杂的医疗决策 , 需要在不同药

物、治疗方案或保健产品之间做出选择。因此, 检

验这些群体是否也会出现概率忽视现象, 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其次, 过去的研究通常通过价值

评估任务中得到的支付意愿 (willingness to pay, 

WTP)中位数建构实验材料 , 以对比医疗决策和

经济决策, 但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个体差异。例如, 

Pachur 等人(2014)发现, 不同个体对副作用的支

付意愿差异较大, 如对失忆副作用的支付意愿从

400 瑞士法郎到 9 瑞士法郎不等。这种差异可能

会影响研究结果的稳定性。第三, 已有研究虽然

关注了决策结果和决策策略的分析, 但缺乏更直

接的证据来检验在决策过程中的概率忽视。 

针对上述不足, 本研究构想设计了 4 个实验

来检验医疗决策中的概率忽视现象, 采用被试内

设计, 以排除被试间差异的干扰。实验 1 和实验 2

分别检验慢性病患者和老年人群体在医疗决策中

是否表现出概率忽视现象。在正式实验前开展价

值评估任务, 要求被试回答相对于一定会产生某

种特定副作用的药物, 愿意为没有副作用的药物

额外支付多少钱。通过此方式获得被试对一系列

副作用严重程度的评估 , 即各个副作用的 WTP

值。在构建药物选择(医疗决策)任务时, 使用药物

副作用 WTP 值的中位数作为标准, 为每个副作用

匹配发生概率, 以确保副作用更严重(拥有更高副

作用 WTP 值)的药物具有更吸引人的期望值。在

构建经济决策时, 药物选择任务中的副作用被其

相应的 WTP 值中位数所替代。正式实验中, 所有

被试需要完成药物选择和经济决策任务, 分别要

求被试在副作用严重程度与发生概率不同的药物

和在资产损失金额与发生概率不同的投资方案中

进行抉择, 最后通过统计分析被试的选择行为判

断是否忽略了概率信息。我们预期在实验 1 和实

验 2 中, 相比于经济决策, 慢性病患者和老年人

群体均在药物选择任务中表现出概率忽视, 即更

倾向于选择副作用轻微但发生概率更高的药物。 

实验 3 和实验 4 则进一步排除个体差异对研

究结果的干扰, 不再使用各类副作用的 WTP 值中

位数, 而是根据每名被试对副作用严重程度的评

估来构建个性化定制的药物选择任务和经济决策

任务。实验 3 和实验 4 在实验流程和任务情境上

与实验 1 和实验 2 无异, 但在决策任务呈现和概

率忽视测量方面有所不同。具体来说, 实验 3 决

策任务中的概率信息和结果信息以屏幕中点为圆

心等距均匀排布, 以便使用眼动技术追踪被试的

眼动轨迹, 记录被试对各类信息的注视次数和注

视时间 , 分析其对概率和结果信息的关注程度 , 

并结合情绪反应(效价和唤醒度)与瞳孔扩张数据, 

探讨情绪反应在概率忽视中的潜在作用。实验 4

则采用 Mouselab 程序呈现决策任务, 每个选项的

概率和结果信息被隐藏在可以用鼠标单击打开的

“盒子”中, 记录被试打开不同类型信息“盒子”的

次数和时长 , 并进一步计算 SM 指数 (search 

measure)以检验个体的信息搜索方向。SM 指数被

定义为选项转换和维度转换之间差值的函数

(Böckenholt & Hynan, 1994), SM 指数越高代表个

体更多地采用基于选项转换的信息搜索模式, 反

之则说明越可能在决策过程中发生了概率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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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预期, 在实验 3 和实验 4 中使用个性化的决

策任务的被试同样会在药物选择任务中表现出概

率忽视, 选择更多副作用轻微但发生概率更高的

药物, 表现出对结果信息的注意偏好。并且在实

验 3 中, 被试会报告更负性和更强烈的情绪反应, 

同时具有更大的瞳孔扩张, 暗示更强的情绪唤醒

(Mathôt, 2018), 为后续研究 2 深入探索情绪机制

提供初步线索。 

3.2  研究 2——医疗决策中的概率忽视的内在机

制: 情绪的作用 

基于研究 1 对概率忽视现象普遍性及特点的

验证, 研究 2 将进一步探究概率忽视背后的情绪

机制, 深化对医疗决策概率忽视的理解。以往关

于情绪在概率忽视中的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较为

缺乏, 特别是在医疗决策情境下。如果概率忽视

与情绪相关, 那么情绪唤醒的强度可能会影响到

概率忽视的程度; 此外, 通过情绪调节的策略减

少对情绪的依赖, 应该会减轻概率忽视现象(Kinner 

et al., 2017; Knight & Ponzio, 2013)。为了探究情

绪在概率忽视中的作用, 研究 2 将通过 3 个实验

进行检验。 

为了更加贴近现实生活中的医疗决策, 实验

5 将医疗决策情境进一步扩展到保健品选择, 以

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为被试完成对药物和保健品

所带副作用的价值评估任务、药物选择任务、保

健品选择任务与经济决策任务, 检验医疗决策中

的概率忽视现象 , 并在最后完成情绪评估任务 , 

评估副作用和经济损失带来的情绪反应, 以分析

情绪在概率忽视中的作用。我们预期, 相比于经

济决策任务, 被试无论在药物选择任务还是保健

品选择任务中都会在决策时表现出概率忽视, 并

报告更强烈、更负性的情绪反应。实验 6 将进一

步检验被试在药物和保健品选择上的差异, 并纳

入副作用持续时间作为新的变量, 要求被试完成

对持续时间长或持续时间短的药物或保健品的副

作用价值评估任务, 并完成相应的 4 种医疗决策

任务和对每种任务的情绪反应评估。我们预期 , 

被试在药物选择时或当副作用持续时间较长时会

表现出更强的概率忽视和情绪反应; 同时我们预

期二者存在着显著的交互作用, 在保健品选择时, 

当副作用的持续时间增加, 被试的概率忽视倾向

及情绪反应强度会有更显著的增加, 这可能是由

于人们普遍认为保健品应当比药物更加安全, 具

有更少的副作用(Chiba & Tanemura, 2022), 当保

健品的副作用持续时间增加时, 可能会给被试带

来更大的情绪唤醒。为了进一步检验情绪反应的

作用机制, 实验 7 将采用中介变量操控设计(Pirlott 

& MacKinnon, 2016), 通过操控情绪调节策略来

检验情绪反应在概率忽视中的中介作用。实验 7

在流程、任务内容和呈现方式上与实验 4 保持一

致, 不同之处在于, 实验 7 将被试随机分配接受

情绪为中心、情绪抑制和无情绪调节策略三种

水平来操纵中介变量 , 并形成不同的操纵结果 : 

(1)医疗/经济决策+情绪为中心策略形成强化操纵; 

(2)医疗 /经济决策+情绪抑制策略形成阻断操纵 ; 

(3)医疗/经济决策+无策略作为控制对照组。我们

预期 , 情绪为中心策略将凸显情绪反应的存在 , 

强化个体对情绪反应的依赖, 不仅在医疗情境中

对概率信息有更多的忽视, 在经济情境中同样会

因此表现出概率忽视; 而情绪抑制策略将降低个

体对情绪反应的依赖, 个体在两种情境下都会均

衡搜索概率和结果信息并做出决策。 

3.3  研究 3——情绪在医疗决策的概率忽视中的

作用: 来自神经生理水平的证据 

在研究 2 揭示情绪在概率忽视中的关键作用

后, 研究 3 将从神经生理水平提供更为客观的线

索和直接有效的干预措施, 以进一步验证情绪的

影响。以往的研究以及本文研究 2 的共同不足在

于 , 情绪反应的评估通常是在任务结束后进行

的。具体而言, 在实验的最后, 研究者会要求被试

回想决策任务的情境, 并根据李克特量表对每种

副作用或每笔金钱损失的负性情绪进行评分。然

而, 这种评估方法存在两个问题。首先, 依赖自我

报告的情绪评估容易受到被试主观期望的干扰 ; 

其次, 情绪反应是在完成决策后通过回忆任务情

景来评估的, 而不是在决策过程中即时测量。这

种方式本质上是基于结果的 , 只能从预期情绪

(anticipated emotions)的角度去理解情绪, 而忽视

了即时情绪(immediate emotions)的作用。事实上, 

情绪即信息假设(Clore et al., 1994)和风险即感受

模型(Loewenstein et al., 2001)都强调了即时情绪

在风险决策中的重要性(Schlösser et al., 2011)。此

外, 虽然以往的研究更多关注离散情绪(如, 愤怒

和恐惧)对决策的影响, 但这些实验往往局限于控

制特定情绪的实验室情境, 未必能准确反映现实

生活中复杂的情绪反应(Ferrer et al., 2016)。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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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这一不足, 研究 3 将通过神经生理学测量实

时的情绪反应, 并在决策过程中干预情绪加工相

关的脑区, 进一步探讨情绪在医疗决策概率忽视

中的作用。 

实验 8 将通过测量被试的生理指标, 实时反

映其情绪反应。研究表明, 情绪反应与生理唤醒

水平密切相关(Cacioppo et al., 1997)。相比自我报

告的情绪测量, 生理指标能够避免被试主观期望

的影响, 并且可以在不打断实验任务的情况下实

时记录情绪反应。尽管不同情绪的生理反应可能

有所重叠, 但使用生理指标来衡量情绪反应的强

度已经得到广泛认可 (Barrett, 2006; Mauss & 

Robinson, 2009)。实验 8 在流程、任务内容和呈

现方式上与实验 4 一致, 区别在于我们还将测量

被试在医疗决策和经济决策任务中的心率(heart 

rate, HR)和皮肤电(skin conductance level, SCL), 

以便能够分析生理唤醒水平的差异是否能解释概

率忽视现象。我们预期, 与表现出的概率忽视现

象相符合, 在实验 8 中被试进行医疗决策时会有

更高的生理唤醒水平。实验 9 同样将采用中介变

量操控设计 (Pirlott & MacKinnon, 2016), 通过

tDCS 干预情绪加工相关的脑区, 直接检验情绪反

应在概率忽视中的作用。tDCS 是一种非侵入性

脑刺激技术, 能够通过调节特定脑区的活动来影

响情绪和认知加工(Iyer et al., 2005; Priori et al., 

1998)。实验 9 与实验 7 均采用干预中介变量情绪

反应的方法检验情绪反应在医疗决策概率忽视中

的作用, 两个实验的区别在于实验 7 通过指导语

引导被试采用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 改变进行决

策任务时对情绪反应的依赖, 而实验 9 通过对参

与情绪加工的脑区进行功能干预, 改变进行决策

任务时情绪加工脑区的激活水平。我们预期, 实

验 9 的结果同实验 7 一致, 加强情绪加工相关脑

区的激活能够增加医疗决策时的概率忽视, 而抑

制相关脑区会减少概率忽视的出现。 

3.4  研究 4——纠正概率忽视: 基于情绪调节的

助推研究 

医疗决策中的概率忽视偏差可能导致的一个

现实问题是, 当个体面对病痛时会为了规避正规

治疗中可能出现的小概率副作用, 而选择其他声

称没有副作用的“治疗”, 如各类保健药物及用品, 

甚至求助于怪力乱神, 不仅延误治疗, 还徒增经

济负担。甚至有人因为选择了无效的治疗方法而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 例如广为人知的魏则西案

例。助推干预的前提是要建立在心理学对非理性

行为机制的深入理解上(何贵兵 等, 2018)。基于前

3 个研究对概率忽视及情绪机制的深入剖析, 研究 4

将在此基础上设计并实施助推方案, 以纠正医疗

决策中的概率忽视偏差, 提升医疗决策质量。 

实验 10 中将尝试两套助推方案。第一套助推

方案将采用大数据分析技术, 注重创新以及和现

实的结合。基于我们目前获得的超过 110 万人的

微博数据, 通过已掌握的模型筛选出与情绪相关

的数据; 然后通过词频分析技术提取适用于情绪

调节的日常行为; 再使用面板分析技术, 通过分

析个体和时间两个维度的数据辨别日常行为和情

绪调节的因果关系, 最终得到反映了民众在日常

生活中实际使用并且行之有效的情绪调节助推方

案。第二套方案注重扎实的理论基础, 以自我知

觉理论(self-perception theory; Bem, 1972)为依据。

自我知觉理论指出, 人们有时会通过观察自己的

行为来推断自己的属性。大量基于自我知觉理论

的经典研究发现(Fazio et al., 1981; Jones et al., 

1981; Swann & Ely, 1984), 在实验中要求被试完

成不同的自我评价任务可以导致被试的自我概念

发生改变, 并体现在后续的自我评价中。此外, 基

于虚拟脑电测量的操纵范式也表明(Goldstein & 

Cialdini, 2007), 个体也会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来

推断自己的属性, 并导致在现实中的行为发生相

应的改变。因此, 实验 10 中还将模拟虚拟脑电测

量的范式, 使用更加简便易操作的虚拟 AI 的任务, 

要求被试在线下或线上完成和虚拟 AI 的对答, 通

过虚拟 AI 给被试的反馈评价操纵被试的自我概

念, 使其认为自己在做出决策时是不易受情绪影

响的。 

两套操纵方案均要求被试在为期一周的时间

内坚持完成助推干预, 预计每天耗时不超过 10 分

钟, 采用线上打卡的方式提醒被试记录每天完成

的助推任务。被试负担小, 完成难度低, 符合助推

研究提出的“轻轻推一下”的理念。同时, 实验 10

还将包括一组没有接受任何助推的控制组, 以及

一组接受了基于指导语的情绪调节干预实验组

(同实验 7 的情绪抑制策略)作为对照。综上, 实验

10 共包括 4 个实验组: 控制组、情绪抑制组、网

络大数据助推组和自我知觉助推组。在开始实验

前和完成一周的助推后, 被试分别需要完成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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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和匹配的经济决策任务, 通过比较两个时间

点完成医疗决策任务时的概率忽视的变化, 检验

并比较几个助推方案降低概率忽视的效果。实验

11 将开展以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为被试的助推研

究, 并完成追访, 检验助推研究在更长时间维度

上的效果和变化的规律。我们将结合实验 10 的结

果, 征求被试的建议, 进一步优化完善助推方案。

在被试同意的情况下对访谈内容进行录音, 访谈

者根据事先拟定的半开放式的访谈提纲进行提问, 

记录访谈对象的回复内容, 并对关键性问题进行

追问。我们预期, 在实验 10 和实验 11 中, 相比于

控制组和情绪抑制对照组, 两种助推方案均能够

有效降低被试在医疗决策时的概率忽视, 降低医

疗决策时的情绪反应, 使得被试在医疗决策时更

加理性, 从而优化医疗决策。 

4  理论构建和未来展望 

本研究聚焦医疗决策中的概率忽视现象, 重

点关注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群体。一方面通过行

为实验, 探究个体在决策时的认知过程, 另一方

面通过生理指标, 检验情绪在该决策偏差中的作 
 

用, 旨在充分揭示医疗决策概率忽视的内在机制, 

为探索有效的助推干预方案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帮助人们更好地调节情绪, 纠正医疗情境下的决

策偏差, 从而做出更理性的医疗决策(见图 1)。 

本研究构想的创新之处在于对概率忽视现象

及其机制进行了全面和深入地探索, 尤其是在医

疗决策的背景下。尽管以往在风险决策领域已有

关于概率忽视的研究, 但主要集中在非医疗决策

的范畴, 或未能充分考虑情绪因素对决策行为的

作用。因此, 本研究构想巧妙结合了多种技术手

段, 搭配精妙的研究设计, 采用与现实紧密结合

的医疗决策材料, 科学准确地探究个体在加工医

疗决策信息过程中的偏差, 并全方位揭示情绪在

医疗决策概率忽视现象中的作用。此外, 本研究

构想结合了多种技术(如眼动技术和 Mouselab 程

序)成功还原医疗决策中在注意阶段对概率信息

和结果信息的加工偏好, 直接回答概率忽视在决

策过程中的“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加工模式 ; 

通过收集得到的多模态生理指标(如, 心率、皮肤

电、瞳孔扩张等)测量医疗决策过程中的即时情绪, 

检验其对决策的影响, 摆脱以往医疗决策研究中 

 
 

图 1  本研究模型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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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问卷测量情绪的局限, 同时排除被试主观期

望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研究构想所使用的 

tDCS 技术能够暂时性增强或阻断特定脑区的功

能, 提供直观且确凿的研究证据, 是检验脑区和

特定行为关系的“金标准”。 

本研究构想还有助于完善现有的医疗决策模

型。当前的医疗决策模型大致可分为规范性和描

述性两类。规范性模型多基于期望效用理论, 例

如 Pauker 和 Kassirer (1980)提出的治疗阈值模型

(therapeutic threshold models), 用于描述理想条件

下理性决策者的最优选择; 描述性模型则用于解

释现实中的非理性行为, 但相关研究相对匮乏。

Djulbegovic 等人(2012)提出的医疗决策的双重加

工模型 (Dual System Model of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DSM-M)是首个将双系统理论引入医疗

决策的描述性框架。该模型指出, 情境框架、信

息模糊、时间压力和过往经验等因素会影响决策

者在直觉驱动的系统Ⅰ与分析驱动的系统Ⅱ之间

进行权衡。DSM-M 模型特别强调, 当决策结果伴

随强烈情感时 , 系统Ⅰ的主导作用会显著增强

(Djulbegovic et al., 2012)。本研究主要关注概率忽

视现象背后的情绪机制。概率忽视是系统Ⅰ主导

的简单启发式决策策略在医疗情境中的具体表现

(Kahneman & Tversky, 1979)。通过行为实验结合

眼动追踪、Mouselab 信息搜索、生理唤醒(心率、

皮肤电、瞳孔扩张)和经颅直流电刺激等多模态测

量与干预, 我们将系统检验负性情绪与概率忽视

程度之间的关系, 为 DSM-M 模型中的情感路径

提供实证支持, 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情绪调节助推

方案, 尝试校正概率忽视偏差, 进一步丰富并完

善 DSM-M 模型。 

本研究构想不仅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 

也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意义。在明确情绪在概率

忽视现象中的重要作用后, 本研究构想结合大数

据分析和自我知觉理论, 提出两种助推方案, 通

过自身行为的改变和他人的反馈, 优化情绪调节

过程, 引导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做出更加理性且

符合最佳临床实践的医疗决策。通过“轻轻推一

下”的方式 , 本研究构想中的助推方案将为个体

提供有效的医疗决策策略, 帮助其在未来的医疗

决策中持续克服情绪的干扰, 减少决策偏差, 从

而推动社会整体健康水平的提升 , 为“健康中国

行动”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持 , 助力全

民健康目标的实现。 

在未来的医疗决策领域, 本研究构想所揭示

的概率忽视情绪机制同样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远程医疗作为一种创新的医疗服务模式, 跨越地

理限制, 为患者提供非现场的诊断、治疗和健康

管理支持, 从而提升诊疗水平、降低医疗成本并

满足大众的保健需求(牟岚, 金新政, 2012)。各国

政府和医疗服务提供者正逐渐将远程医疗作为应

对医疗需求激增和系统容量受限的关键策略

(Pappas et al., 2018), 因此, 结合远程医疗的特征, 

寻找能够提高患者远程医疗决策质量的方法变得

至关重要。本研究揭示了情绪在医疗决策概率忽

视中的重要作用, 鉴于此, 未来可在远程医疗终

端中集成面部表情识别驱动的情绪监测模块

(Sariyanidi et al., 2014), 实时捕捉患者在关键决

策节点的情绪唤醒水平和效价。当检测到患者的

决策是处于高唤醒负性情绪状态下做出时, 系统

将自动进行筛选, 并由专业的医疗服务提供者介

入和干预, 以提高患者的医疗决策质量。 

医疗新兴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也为

本研究构想的应用与干预方案的实施带来了机遇

与挑战。尽管人工智能已在多个领域得到了应用, 

然而在医疗场景下, 人们普遍对人工智能抱有抗

拒态度(Yokoi et al., 2020), 阻碍了医疗人工智能

的发展。不过, 由于人工智能具有客观性的特点, 

相比于人类医疗决策时存在的概率忽视偏差, 医

疗人工智能在决策时不会受到情绪的影响, 能够

权衡各种信息做出决策(Isaac et al., 2024)。因此, 

未来在进行医疗人工智能推广和普及时, 可以凸

显本研究构想所探究的情绪对概率忽视现象的影

响, 强调人工智能客观和理性的优势, 提高人们

对医疗人工智能的接受程度。此外, 随着老年人

在当前人口结构中的比重逐渐增大, 帮助他们做

出更理性的医疗决策变得愈发重要, 也为我们构

建行之有效的干预方案带来了挑战。本研究构想

中提出的基于微博大数据分析的创新方案, 力图

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挖掘出切实可行的情绪调节

助推手段。然而, 不同年龄段的个体, 尤其是老年

人和年轻人在调节自身情绪时使用的方法有所不

同(Martins et al., 2018), 同一套助推方案在各年

龄群体中的效果可能参差不齐。因此, 如何在大

数据分析时按照年龄段进行细分并为各年龄层 , 

特别是慢性病发病率较高的老年人群体制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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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绪调节方案 , 是未来研究亟待解决的关键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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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ability neglect in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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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ging population, the complexity and risks involved in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hav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especially for older adults and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Probability neglect is 

a common phenomenon in medical decisions, characterized by excessive attention to the severity of 

potential side effects while neglecting their actual probability, leading to irrational choices. This study 

focuses on probability neglect in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examining the emotion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is phenomenon. By employing eye-tracking technology, the Mouselab program, multimodal physiological 

indicators,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 this research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cognitive processes involved in probability neglect and analyzes how 

emotional responses influence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among older adults and chronic disease patients. In 

addition, the study explores nudge interventions based on big data analytics and self-perception theory to 

guide patients toward improved emotional regulation, thereby reducing probability neglect and helping 

individuals make more rational and balanced medical decisions.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study 

addresses the existing gap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s and probability neglect, providing 

effective nudge interventions to optimize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and improve decision quality for older 

adults and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Keywords: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probability neglect, aging population, emotions, nudging 

 


